建构走向新世纪的中国民事诉讼制度——《司法现代化与民事诉讼制度的建构》读后 by 齐树洁 & 李辉东





始于 80 年代末的我国民事审判方式改革 ,现今正如火如荼 ,方兴未艾。在此期间 ,改革的
进程与理论的探索密切相关。改革之初 ,柴发邦教授主编的《体制改革与完善诉讼制度》(中国
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 ,从法哲学的高度提出了改革与完善的思路。随着改革的不
断深入 ,民诉法学界亦有一批针对某一方面改革问题的研究和相对全面研究的专著相继问世 ,
从而为我国民事司法改革进行总体性、全局性的方案设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司法现代化与





《建构》一书分导论和十七章 :民事实体法与民事诉讼法的关系 ;民事诉讼程序的价值 ;程
序正义的内涵结构与判断标准 ;论民事诉讼的目的 ;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体系重建 ;民事证据
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民事诉讼的机能转变与判例 ;法院调解制度之重塑 ;民事诉讼费用的法理
分析 ;两大法系民事诉讼程序的比较研究 ;民事简易、小额诉讼程序与替代性纠纷解决程序之

















20 世纪末 ,在民事司法领域 ,世界上许多国家 ———如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法国、意大利、
西班牙、葡萄牙、巴西、希腊、日本、德国、芬兰、荷兰、瑞士以及我国的台湾地区等 ————近乎同
步地在进行着声势浩大的改革。这一切均源于所谓的“司法危机”。英国著名学者朱克曼
(Adrian A. S. Zuckerman)教授主编的一部研究西方各国民事司法改革的专著 ,就以《民事司法





公等一系列妨碍当事人行使诉诸司法的权利 (access to justice)的诉讼症候群。
access to justice 具有极丰富的意蕴 ,在不同的文本中有不同的具体含义。在西方语境里 ,
司法与正义共享一个指称的符号 ———justice ,所有诉讼程序的目的都在于寻求正义的实现。
因而 ,access to justice 可译为走向正义、接近正义、接近司法、诉诸司法的权利等。意大利著名
学者卡佩莱蒂教授将贯穿于现代民事诉讼的最基本性理念概括为程序保障和接近正义 ,英国


































法律制作 ,这一制作是初步的和粗线条的 ,而法律真正的生命恰恰需要司法来完成 ,司法 ,尤其
是由司法形成的判例 ,是法律制作的终级阶段 ,是精雕细凿的。”( P281) 新的诉讼机能“就是促




由幼稚走向成熟 ,学者们日益意识到 ,要将“纸上的”法律 ,真正变成社会中“活生生的”法律 ,有
赖于包括法官、律师和法学者的“法律人”职业团体。于是乎 ,就有了梁慧星的民法解释学、张
志铭的法律推理等以“实践社会正义”为目标、探索法官“审判的艺术”的研究。而在诉讼法领
域 ,现代程序理念能否实现于具体诉讼运作中 ,程序法的独立价值能否得到彰显 ,诉讼当事人




















体系 ,而以全新的视角 ,沉潜于司法理念、本土实践和域外资源之间 ,以司法现代化为基轴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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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诉讼制度进行全面的梳理、重构。例如 ,李浩关于证据制度的研究 ,张卫平关于审理结构







法院 ———特别是基层法院 ———头痛的问题 ,虽然法院工作亦多以结案率为导向 ,但种种旨在提
高办案效率的措施却难以奏效。原因何在 ? 在于简易程序不简化 ,小额诉讼程序未独立 ,审判
资源配置不合理 ,替代性解决纠纷方式 (ADR) 种类单一 ,等等。作者从国情出发 ,参考我国法
院改革实践 (如北京市海淀区法院) ,并比较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法院制度 ,提出了颇具洞察力和
可行性的方案。其中之一是将基层法院改造成以简易庭为主、普通庭为辅的混合法院 ,同时还













之新开展》一文中所指出的 :“民事事件类型之个性 ,特征不一 ,应依事件类型需求之不同 ,分别
采择其所适宜之程序保障内容 ,循此承认多样化之程序保障方式。例如 ,对于简速裁判强烈追
求型的事件 ,应偏重赋予有助于达成迅速而经济的裁判之程序保障 (如 :适用以简易主义为内
容之非讼法理) , ⋯⋯”《建构》一书的作者认为 ,“如果没有大量简易、小额民事案件的快速审理
和司法资源的节约 ,要实现对比较复杂的民事案件慎重裁判的程序保障 ,也是不可能的。”
( P540)基于对非讼法理的运用 ,作者还提出将 ADR 设计为简易程序的一个重要环节 ,并结合
中国国情 ,建议采取“调解 ———仲裁”模式。同时 ,亦基于民事纷争的程序设置应与案件类型相














著的共同不足之处。英国沃尔夫勋爵的改革之所以会获得成功 ,主要有三个因素 :首先 ,考虑
了多方面的利益与实践。在论证阶段 ,大约有 900 位法官、律师、法学教授等法律界人士阐述
自己的观点 ,召开了 7 次全国性会议 ,有 12 个研究机构参与调研 ,接待了不计其数的来访者。
其次 ,考察了德国、法国、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的相关制度 ,取得了若仅仅着眼于国内则不能取
得的成果。最后 ,沃尔夫勋爵以自己的权威、学术地位和努力 ,取得了两任大法官 (Lord Chan2
cellor)的支持与合作 ,学者们亦认真考虑他的提案。最重要的是 ,他取得了法官阶层的支持。









ADR 中调解的关系问题 ,却没有交代 ,对此实有进一步探讨和明确之必要。至于后者请读者
参阅的《论我国调解制度的改革》一文 ,实际上该文的两作者 (章武生和吴泽勇) 已在《建构》一
书中发表了“法院调解制度之重塑”,故应参阅本书中的相关论述较妥 ,此为统稿疏忽。
此外 ,作者对于我国法院制度的一些细节亦有疏忽。如作者指出各级法院被冠以“⋯⋯省
高级人民法院”、“⋯⋯区中级人民法院”、“⋯⋯县基层人民法院”( P642) ,而实际上 ,没有一个
基层法院的院名中有“基层”二字。又如 ,作者在谈到我国法官选任制度时指出 :“除中院以外 ,
各级法院院长由同级人大选举产生。中院院长和其他法官由相应的人大常委会任命”。
( P712)事实上 ,地级市中院院长是由同级人大选举产生的。而地区中院和直辖市中院院长才
采取任命制 ,原因之一在于这两类中院没有同级人大 ,甚至没有同级党委和政府 (如京、津、沪、
渝四市) 。本书的读者群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法官 ,作者在涉及实务的表述时更应力求精确 ,以
便更好地获得他们的认同。
本文第一作者主编的《民事司法改革研究》(中欧高等教育合作项目研究成果 ,厦门大学出
版社 2000 年版)已经出版 ,谨以此文作为同一课题的两本论著间的对话。
(责任编辑 :许康定)
851
法学评论 　　　　　　　　　　　　　　　　　　　　　　　　　　　　　　　　　　　　2001 年第 3 期
